陕甘革命暴动的政治认同与斗争手法 by 王明前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西、甘肃中共党组织响
应八七会议精神，发动武装暴动，创建革命武装，
进而发展到开辟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①。在
领导革命暴动的过程中，陕甘党组织通过宣传建
立苏维埃政权和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广大贫苦农
民参加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土地革命。士兵运
动在陕甘革命暴动中占有突出地位。陕甘党组织
积极探索士兵运动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斗争方
式，探索游击战争的规律。笔者不揣浅陋，拟以
上述思路为线索，借用西方社会运动理论“政治
认同”和“斗争手法”概念框架，全面考察陕甘
革命暴动的内在机理，以期增加学术界对土地革
命时期革命暴动的学术认知。
1927年 9月 26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扩大会
议，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拉开了陕甘革命暴动的序
幕。10月15日，共产党员唐澍、李象九等领导发
动陕西清涧士兵暴动。1928年4月初，共产党员王
泰吉等领导发动陕西麟游县士兵暴动。5月 1日，
中共礼泉县委负责人秋步月等领导发动陕西礼泉农
民暴动。同日，中共陕东特委负责人刘继曾，以及
刘志丹、许权中、唐澍、薛自爽等领导发动陕西渭
南华县农民起义，组建西北工农革命军和崇凝区苏
维埃政府。5月6日，共产党员许才升等领导发动
陕西旬邑县农民暴动，成立红军渭北支队，不久失
败。5月9日，共产党员王炳南、赵新三、田望秀
等领导发动陕西淳化农民暴动，成立淳化县苏维埃
政府。但在反共势力围攻下，这些起义先后都遭到
失败。
1930年 10月结束的国民党新军阀中原大战，
削弱了国民党在陕甘地区的反动统治。陕甘党组
织利用这一时机，连续发起暴动，掀起新的革命
高潮。1932年 4月 2日，共产党员习仲勋、刘林
圃、许天浩等领导发动甘肃两当士兵暴动，建立
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4月 13日，共产党员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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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等领导发动泾川县凤翔路口士兵暴动。5月 5
日，共产党员谢子长、焦维炽等领导发动甘肃靖
远县士兵暴动，先后成立陕甘游击队第四支队和
陕甘游击队。但这几次暴动也都先后失败。7月 8
日，共产党员高鹏飞等领导发动甘肃合水县西华
池士兵暴动，成立陕甘游击第三大队，后加入红
二十六军。10月初，共产党员李艮领导发动甘肃
平凉县蒿店士兵暴动，成立陕甘游击队第七支
队，不久失败。1933年 7月 21日，共产党员王泰
吉领导发动陕西耀县士兵暴动，成立西北民众抗
日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后转战到照金苏区。
1934年 2月 22日，陕南特委安康特支负责人袁作
舟、王春诚、王建英等领导发动陕西安康士兵暴
动，不久失败。1936年 8月 10日，中共西北特支
负责人杨江、何振亚等领导发动陕南士兵暴动，
成立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后加入红十五军团。
一、陕甘革命暴动的政治认同
塑造共同的政治认同，是斗争政治的重要特
征之一。“斗争政治的参与者始终操纵、谋划、
修改和重新解释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斗争各方的
身份。”［1］71具体到陕甘革命暴动，共同的政治认
同是指陕甘共产党人为唤起贫苦农民参加土地革
命的认同感，“将人们与某些社会情境而不是其
他人联系起来，通过将这些人吸收进那些情境来
激活这些身份。”［2］112而对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的宣
传和实践，是陕甘共产党人对贫苦农民实现有效
政治动员的前提。
（一）对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的宣传
宣传苏维埃和土地革命，对激发广大贫苦农
民参加土地革命具有强烈的政治感染力和号召力。
1927年 9月 26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扩大会
议，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会议通过的农民斗争决
议案，要求“在土地革命的政纲之下加紧农村中
的阶级斗争，准备总暴动”［3］631。
在领导农民暴动的过程中，陕甘党组织引导
农民从日常的经济斗争，如抗捐、抗税、抗租、
抗粮等出发，最终上升到土地革命的高度。1927
年 10月 19日，陕西省委指示陕南特委充分利用
“陕南多大地主，他们与军阀勾结，一般穷苦农民
受封建地主豪绅之压迫特别利（厉）害”，因此“很
容易号召起来广大的农民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
有利形势，“在土地革命政纲之下，领导农民暴
动，注意部分的深入，以极严厉的非常手段铲除
农村封建势力，实行没收大地主土地，作军事破
坏，煽惑军队，夺取武装，抗捐抗税抗租。”［3］641-642
11月 6日，中共中央指示陕西省委：“尽可能的
发动农民暴动，从抗捐抗税抗租抗粮的口号之
下，引导农民群众发展到一个广大的农民暴动，
大杀豪绅地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给农民，
实行耕者有其田，实行一切乡村政权交农民协
会，一直到推翻整个的反动统治掌到政权。”［3］648
同月，陕西省委关于陕北军事行动决议案提出：
“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应宣布革命政纲，在此政
纲中应包括减租二五，没收大地主之土地，没收
官产（教育产除外）、庙产、公社产、荣祠产分给
无地的贫农，取缔高利贷，贫农自由组织农协，
贫农武装自由，乡村一切政权归农协，耕者有其
田，组织审判土劣贪污的特别法庭等。”［3］652 11
月 14日，陕西省委向中央报告称：“必要时我们
决定在陕北即组织革命委员会，运用更积极的政
策，若能打倒大地主，铲除豪绅，深入民众，虽失
败也不要紧。”［3］ 654 12月19日，陕西省委指示三
原县委：“努力农村工作，积极领导农民不断的
抗捐、抗税、抗粮等斗争，破坏军阀们的财政与
统治，增加农民的革命情绪与力量。”暴动后即应
开始进行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划分区域，积极
的领导农民作部分的暴动，抗粮、抗捐、杀土
劣，在暴动中应提出‘耕者有其田’、‘一切权力
归农协’的口号，暴动稍有胜利而扩大后即须实
现口号之一部或全部。”［3］659-660 1928年 1月 2日，
中央指示陕西省委：“陕西农运的第一个口号应
是变和平的依赖政治势力的请愿运动为激烈的反
对地主军阀的直接行动。这个直接行动正是土地
革命之开始，杀豪绅地主，没收一切土地，焚烧
契约债契，分配富户财产给贫民。”［3］661 1月 12
99
日，陕西省委通告号召各级党组织：“鼓动和领
导广大的农民群众，开发游击战争，由部分暴动
过渡到全陕西的总暴动，形成整个陕西普遍的大
骚动局面，反对一切大小军阀，实行民众与军阀
战争，杀尽所有豪绅、地主、官吏，履行彻底的
土地革命，建立乡村政权（农民协会）。”［3］ 663
3月 18日，中央指示陕西党组织：“在农村领导
自发的斗争，转变到杀豪绅地主，没收土地，建
立乡村苏维埃，造成乡村的割据。”中央建议利用
春荒农村社会矛盾激化的机会，“发动农村中广
大的斗争，主要的口号：抗捐、抗税、抗债、抗
粮秣捐、指烟借款，开豪绅地主的仓，把粮食拿
来分给饿饭的民众吃，没收豪绅地主的财产来救
济民食，杀豪绅地主”，进而“在乡村建立自己的
政权，由农民自己管理支配一切，如此有步骤的
勇敢的领导农民群众由简单的反对苛杂的运动转
变为彻底抗捐、抗税、杀豪绅地主、没收土地的
运动”。中央要求农村斗争要最终发展到土地革命
的高度：“群众一经起来把豪绅地主杀了，即须
立刻宣布分配土地。”［3］677-678 4月9日，陕东特委
提出：“由支部动员同志深入劳苦群众，发动群
众抗粮、抗税、抗捐、抗债、抗租、抗一切摊
派；发动并领导各种小的日常各种斗争，如算账
等延长扩大之。”［3］689 10月 8日，中央指示陕西
省委要注重把日常经济斗争引导向土地革命：
“须从很小的范围起建立群众组织的基础，最好找
很能艰苦工作的同志去做工，去做雇农，去当
兵，到这些群众中去，发展他们的日常迫切要
求，领导他们的斗争。”［7］701
（二）对苏维埃政权意义的宣传与革命阶级路
线的贯彻
陕甘党组织在领导暴动的过程中，在宣传苏维
埃政权意义的同时，注意充分利用大革命时期农民
协会的作用，使之作为苏维埃的过渡形式发挥作用。
1928年 2月 25日，陕西省委要求各地党组织
注意区分苏维埃和农民协会在革命斗争中的作
用。苏维埃“在组织农民斗争之时是一种指导斗
争或指导暴动的机关，及至暴动胜利或暴动胜利
确有保证的时候，则苏维埃变为革命政权机关”。
农民协会作为斗争中苏维埃的过渡组织形式，“在
农民信仰农协的地方，当然可以组织来指导斗
争”。省委建议：“必须提出‘乡村一切政权归苏维
埃’的口号，并为农民解释农协的过渡作用，即农
协是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指导斗争的机关。”［3］669
3月 18日，中央也指示陕西党组织：“无论何
地，一有群众斗争起来，即须选举苏维埃成立乡
村政府，实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同时即是暴动
的指挥机关”，之后“即宣布取消农民协会和其他
指挥农暴的机关”［3］678。
本着这一精神，陕西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
在斗争中“即可建立农民苏维埃，乡村农民代表
会议，指挥斗争。不惟不要呆板的去恢复农协或组
织农协，而且要尽可能的建立指挥斗争的乡村苏
维埃”［3］674。4月9日，陕东特委提出：“农协须
是阶级的、群众的斗争的机关，不能公开时，则
秘密起来；暴动胜利区域，苏维埃改变为政权机
关，苏维埃须由群众大会选出代表组织之。”［3］690
与此同时，陕甘党组织时刻注意贯彻革命的
阶级路线，以保证革命的无产阶级方向。1927年9
月 26日，陕西省委要求：“农运要以贫农为中
心。”［3］ 631 11月 6日，中共中央指示陕西省委：
“提拔在斗争中表现得积极的分子，特别是贫农分
子来参加党和群众中的领导工作。”［3］648 1928年2
月 25日，陕西省委常委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
“农协是要由真正贫苦穷农来组织，绝对不应将豪
绅地主都拉在里边。”［3］670
二、陕甘革命暴动的斗争手法
创建革命军队，开展游击战争，是陕甘革命
暴动的主要斗争手法。对于革命动力问题，即是
以正规军队为革命的主力，还是以群众武装为主
力，是土地革命时期各地党组织在发动暴动和推
进土地革命时必须解决的实践难题。尽管正规军
事力量是最理想的“暴力专家”，但是恰恰由于他
们在中国近代军阀割据的政治环境下，“遵循自
己的逻辑。他们通常从事剥削和机会累积，有时
100
候牺牲自己普遍的雇主或支持者”［2］38，因此在革
命暴动和创建人民军队的过程中，不能单纯依靠
正规的军事力量。可是实践证明，工农群众由于
缺乏日常军事训练和军事化组织，在暴动后并不
能自然地实现革命化和正规化。因此在这一问题
上，各地党组织均面临着艰难的抉择。陕甘党组
织不仅勇于探索游击战争的规律，而且还在艰苦
的斗争实践基础上科学总结士兵运动的宝贵经验。
（一）建立革命武装，探索适合地方特点的游
击战争规律
陕甘党组织积极探索适合陕甘地方特点的农
民武装组织形式和游击战争的规律。
陕甘党组织致力于武装农民群众，使之成为
革命暴动的主体。1927年 9月 26，中共陕西省委
要求：“以勇敢的有训练的农协会员有组织的投
到军队中接受军事训练；并用种种方法时时进行
破坏其组织，夺取其武装的工作”；“对于农民武装
必要时应以‘保卫团’、‘秘密训练’、‘上山’
或‘小的投入我们的军队内’等方法存在。”［3］631
10月，陕西省委指示陕北特委，要求“利用小学教
师位置，在农村中作秘密的组织宣传工作，领导农
民斗争，尤应注意农民的武装与军事训练”［3］634。
陕甘党组织积极探索适合陕甘地方特点的游
击战争规律。1928年 1月 12日，陕西省委通告号
召各级党组织：“游击战争应完全建筑在广大的
贫苦农民的群众斗争上面，其发动以经过秘密的
酝酿，杀死几个豪绅为斗争的开始。一经发动，
即须继续号召广大的群众，坚决的一致行动。同
时，应扩大斗争的宣传与农民协会、农民革命军
的组织。”暴动中应注意尽快建立革命武装，
“在群众中极力提高夺取武器的精神，将农民编
成三人至五人的小组，准备此种工作。”之后
“组织农民革命军，武装农民中的忠勇分子，训
练同志武装的使用，以及破坏作战的各项军事常
识，准备随时动作，开发游击战争，举行部分的
暴动”。［3］ 664-665 3月 13日，陕西省委指示各地党
组织“在斗争中开发群众的游击战争”，要求在游
击战争中贯彻群众路线，“须坚决的领导群众，
用群众的力量，杀尽豪绅地主及一切反动派，使
斗争由深入扩大而一直转为一县或数县的农民大
暴动。”具体而言，“所谓游击战争，是要在群众
斗争中，将勇敢急进的分子组织起来，武装起
来，杀豪绅、杀官吏、杀地主、杀一切反动派，
夺取武装，破坏反革命的交通，如拆毁桥梁、电
线、车道等，破坏反革命的征收机关如抢掠或焚
毁厘局、税卡、粮秣局仓库等，破坏反革命的统
治机关，如捣毁衙署、团局等。所采的战术是游
击战争，忽起忽没，忽聚忽散，避实就虚，避大
击小，或者散伏农村，或者隐聚山中。”［3］673-674 4
月9日，陕东特委提出：“由特务队领导群众，杀
戮豪绅，即乘机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分派同志，
组织非党同志的游击队，即以参加群众武装斗
争；由群众斗争开发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游
击战术要“出没无常，聚散无定，避实就虚，声东
击西，流窜乡村，动作神速，团结坚固”［3］688-689。
在农民革命武装创建的过程中，陕甘党组织
还致力于对红枪会等传统的农民武装的改造。
1927年 9月 26日，陕西省委要求：“对红枪会要
注意孤立他们的群众，不可只去联络领袖”，因为
“土匪、流氓都是贫农出生，都要把他们看做农民
的兄弟一般的拉在同一战线上去”［3］631。 10月24
日，陕西省委指示三原县委：“对红会就现有者
我们只可以打入，取得其群众。这种落后的农民
组织，不可以为原动力而使他扩大发展。”［3］645
11月，陕西省委关于陕北军事行动决议案指出：
“对于宜川的红会先由联络打入，引导并帮助他们
与土劣斗争，改变他们过去的仇视心理，然后吸
收改编之。对韩城红会及各地民团应速与联络良好
感情，部分的或整个的吸收之。”［3］652 1928年 2月
25日，陕西省委要求各地党组织：“红会、硬团
等迷信的组织，只可利用旧的组织，于打入以
后，即须设法渐渐的打破群众的迷信，而变为革
命的农民组织。”［3］670 3月18日，中央指示陕西党
组织：原则上“对红枪会、大刀会、土匪应取根
本消灭的政策”。而所谓“消灭”，是指“打入他
们的群众，宣传群众，脱离反动的领袖，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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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跑到农民暴动方面来，主要的方法最有效
力的方法便是爆发广大群众的农民斗争，用群众
的势力和暴动的榜样公开的威吓其首领而吸收其
群众”［3］ 679。4月9日,陕东特委提出：“在有红会
地方，设法打入，抓获群众，使之变成革命武装组
织游击队。”［3］688总之，陕甘党组织立足于贯彻群
众路线，争取彻底改造红枪会等传统的农民武装。
（二）对士兵运动基本规律的探索以及关于革
命动力问题的讨论
在陕甘革命暴动中，士兵运动占有较大比
重，这是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暴动的地方特色。
陕甘党组织重视在兵运工作中贯彻群众路线，
克服只争取上层军官的官长路线，在确立党对
兵运的政治领导的基础上，争取兵运与工农运
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兵运工作做出独特的
历史贡献。
陕甘党组织注意在兵运中加强党对基层士兵
组织的绝对领导。1928年 1月 28日，陕西省委要
求：“党在军队中的组织，应按军队之作战单位
连为单位，每连组织一支部；每连中若有同志三
人，即可成立支部。”［3］666 3月 20日，中央指示
许权中：首先要“肃清内部，一切军官应尽量换
成我们同志”；其次要大力发展党的基层组织，
“尤其在士兵中要尽量的发展”，从而确立党对基
层军队组织的政治领导，同时要“加紧党的训
练，至少要使一般同志都明了党的新的政策、土
地革命及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意义”。中央建议：
“开赴陕中农运与党比较有基础的地方，去帮助并
发动农民暴动，有可能时，可以形成一割据的局
面”；或开赴豫西、鄂北支援当地农民革命。中央
最后建议：“万一不幸而遭失败，可将各种武器
交给有争斗地方的农民，同志可到农村中去秘密
训练农民。”［3］681-682总之，中央要求兵运工作应尽
可能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
陕甘党组织逐渐认识到兵运与农民运动相结
合的绝对重要性。1932年12月12日，甘肃党组织
在总结平凉蒿店暴动经验时指出：首先，“没有
地方工作或者是红军的配合，单独的兵变很难得
到成功”；其次，“如果兵变没有士兵的基础，那
是无法胜利的”；再次，发动兵变和开展游击战
争，“必须注意和正确解决少数民族，尤其是回
族的问题”；最后，“经常的普遍的进行我们的宣
传鼓动工作，这是发动革命兵变与开展游击战争
的基本工作之一”，即“必须把苏维埃一切法令和
苏区群众生活、红军是个什么东西，怎样干法，
怎么样才是群众的真正出路，在群众中普遍的宣
传”［3］763-764。1934年5月24日，陕南特委向中央
汇报安康暴动情况时称：革命兵变是否成熟必须
取决于两个条件：“或者是地方党的群众工作，
在相当大的地域内已经建立起来，这一兵变后游
击队的居住问题，以及侦察、饮食、洗衣等问题
便可以顺利的解决，而且赤卫队还可以自动袭击
敌人；或者是士兵工作在数量质量上特别好，兵
变后的游击队有足够力量解决驻军及民团的普遍
驻防单位。地形的便利，群众自发斗争的高涨，
以及驻军的困苦不安等。”［3］766
在探索兵运工作基本规律的同时，陕甘党组
织还不断深化对革命动力问题，即正规军事力量
在暴动和土地革命中究竟应该承担何种角色问题
的认识。
1927年 11月 6日，中共中央指示陕西省委：
史可轩部队的出路问题，取决于“要在党的农民
暴动政策之下来帮助发动发展土地革命，成为农
民暴动之副力” ［3］649。可是，到了11月，陕西省
委关于陕北军事行动决议案指出：“凡我们的势
力所到之地，应用军事的力量，拥护农民运动，
以实力帮助贫农，打倒农村的封建阶级，以求革
命部分深入。”又说明省委有意通过正规军事力量
作为主要动力来推动农民运动。省委建议：“惟
有如此，才能增加农民的革命情绪，才能扩大并
巩固农民的组织，才能使农民实行参加革命战
争，实力的援助我们军事行动。”［3］652
中央要求军事工作应该尽可能与工农运动相
结合，争取较为成熟的时机发动起义，对革命动
力问题做了更充分的论证。1928年1月2日，中央
指示陕西省委：所谓条件成熟的时机，应该是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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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我们军队驻扎的地方要有群众运动，要有工
农的坚强组织”，或者“要能造成一个暴动的割据
局面”，或者“万一环境十分不相宜，亦可采用移
动的方式，到农运发达的地方去参加暴动”。总
之，兵运工作“应首先改变对于我们自己队伍的
指导。这些队伍的驻扎地点，应依农运的发展区
域，和军队易起分化的所在来决定”。中央建议：
“自然以能多聚些力量于邻近几县以便造成一个割
据局面为最上策。但当不可能时也不必过于勉
强，宜分散这些队伍打入农民群众直接参加的农
民战争。”中央明确要求兵运应在暴动中只起助力
作用，即“必须把他看成工农斗争的副力，切不
可反副为主忘了发动工农群众，造成工农运动中
军事投机的危险”［3］661-662。1928年3月18日，中
央指示陕西党组织：“反革命军队士兵的叛变和
我们的部队的暴动，须与工农暴动联合一块。就
是说必须是响应或参加工农群众的暴动，而不是
单纯的军事暴动。”中央批评陕西党组织：“党应
绝对纠正工农暴动中等待军事力量的观念，这种
观念实际是不相信群众的军事投机的观念”。并进
而提出革命的动力问题，即“工农军的作战，要
与广大的群众在一块进攻，即是以群众为主力，
军队为辅助群众的副力”［3］679-680。
综上所述，对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的宣传，对
陕甘党组织激发广大贫苦农民参加土地革命具有
强烈的政治感染力和号召力。陕甘党组织充分利
用大革命时期农民协会的作用，使之成为苏维埃
的过渡形式发挥作用，积极探索适合陕甘地方特
点的农民武装的组织形式和游击战争的规律，确
立党对兵运的政治领导，争取兵运与工农运动相
结合，不断深化对革命动力问题的认识。
注释：
①有关陕甘地区革命根据地的研究，可参见拙作：《陕甘边
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正规化建设及其对土地革命的推动》，
《西部学刊》2014年第11期；《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和
土地革命》，《河南商业专科学校学报》2013年第3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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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olitical Identity and Means of Fight in the Shaanxi-Gansu Revolutionary Revolt
WANG Mingqian
（School of Marxism,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In disseminating the Soviet and Agrarian Revolution, the Shaanxi-Gansu Party organizations greatly
inspired and motivated the poor peasants to plunge into the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 While publiciz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 they used the peasant associations founded during the Great Revolution
（1924-1927） as transitional forms of the Soviet regime. They explored proactively the forms in mobilizing the
armed forces of peasants and sought the regularities of guerrilla warfare suitable for the local condition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applying the mass line in soldiers’movements, combining them with the movements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on the basis of the Party’s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hence gained increasingly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revolution.
Key Words: Shaanxi-Gansu; revolutionary revolt; political identity; means of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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